
存在论路向和知识论路向在生活德育中的融合

———基于生活德育中的“知行融合”

陈　 卓

　　摘　要：弥合生活德育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需要实现存在论路向和知识论路向的融合。 生活德育是

“有生活”和“好生活”的统一,“审视‘有生活’,建构‘好生活’”是生活德育的基本原则。 “知行融合”包括“知行交

融”和“知行结合”两个方面,这意味着存在论路向和知识论路向的融合。 基于具身认知理论分析生活德育中的

“知行关系”,需要重点关注“知行融合”的生成机制和实践进路。 一方面,就生活德育中“知行融合”的生成机制而

言,围绕“认知密合行为”,可以从显性维度分析行为对认知产生的重要影响,从隐性维度分析“潜在行动”和“能力

之知”之间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就生活德育中“知行融合”的实践进路而言,分别从“能力之知”和“亲知”出发,
区分生活德育中的各种知识类型并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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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德育①论是 21 世纪中国学校德育改革的

主导理论之一,认知和行为的关系(简称“知行关

系”)是德育的经典问题。 “培养时代新人”是当前

我国生活德育的目标,“知行融合”是“时代新人”必
备的素质之一。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生活德育

在知行关系上侧重于通过知识教育改变受教育者的

行为,无论这种教育采用的是刚性的“灌输”方法还

是柔性的“启发”方法,认知和行为的二分都是不证

自明的前提。 “生活德育强调道德教育的开展既需

要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又需要借助理论知识,在理

论知识的学习中‘化知识为德行’。” [1] 面对理论和

实践之间的明显鸿沟,身心二分的理论假设本身需

要接受质疑。 讨论生活德育中的“知行关系”,可以

分别依循存在论路向和知识论路向。 以往的生活德

育主要依循的是知识论路向,从身心分离出发,以离

身认知的理论假设为前提,追求“化知识为德行”,
这是影响其实效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具身认知②理

论依循存在论路向,强调身心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尤其是身体在认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重新审视

生活德育中的知行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运用

具身认知理论分析生活德育中的“知行关系”,尝试

实现存在论路向和知识论路向在生活德育中的融

合,“审视‘有生活’,建构‘好生活’”,在知行交融

的基础上探讨知行结合,最终实现“知行融合”;并
将重点放在把握“知行融合”的生成机制和实践进

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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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行融合”:生活德育的
存在论路向和知识论路向

　 　 生活德育中的“知行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问题,首先需要明确“认知(知)”和“行为(行)”两

个概念。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一是人们经

常从心理过程的 4 个要素(认知、情感、意志、行为,
简称“知情意行”)出发分析品德结构和德育过程。
鉴于意志问题通常可以还原为情感和行动问题,根
据简约原则和实际运用的需要,可以将品德的基本

要素确定为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简称

知、情、行[2] 。 二是“认知”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

分。 与心理过程要素中的认知相比,认知科学所说

的认知范围更宽泛,指的是对感知、注意、语言、记
忆、判断、推理、决策、行动控制以及情绪及意识方面

的综合研究[3] 。 可见,认知科学中的认知包括心理

过程的“知情意行”4 个方面。 三是“行为”也有广

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上的行为就是“知情意行”4 要

素中的行为;广义上的行为则包括了情感和行为。
“行为”一词在心理学中常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在现

代心理学的用语中,行为是指人在主客观因素影响

下产生的外部活动,既包括有意识的,也包括无意识

的[4] 。 四是生活德育中的“知行关系”往往被置于

理性生活和感性生活的大背景中。 感性生活包括心

理过程 4 要素中的情感和行为。 在马克思、恩格斯

的著作中,感性的含义主要包括“感性意识” “感性

的人的活动” “感性世界”和“感性需要” [5] 。 认知

与理性生活相对应,行为与感性生活相对应。 综上

所述,生活德育中的“知行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

分。 狭义上的“知行关系”专指心理过程 4 要素中

的认知和行为的关系,广义上的“知行关系”是指理

性生活和感性生活的关系。 本文在谈及“具身认

知”时,采用的是广义的认知概念;在谈及“知行关

系”时,采用的是狭义的认知概念。
在探讨“知行关系”时,以往的生活德育研究更

多地依循知识论路向,容易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一方面,理论研究者们反复强调认知和行为都不可

偏废,要实现知行合一。 就理论主张而言,生活德育

并非主张用感性生活替代理性生活,而是强调实现

两者的融合[1] 。 另一方面,“高深莫测”的理论往

往令德育工作者望而生畏,面对知行不一的现实束

手无策。 在教育实践中,生活德育受到最多的批评

是过分强调行为和感性生活,相对忽视认知和理性

生活。 有批评者认为,生活德育论对德育培养人的

道德理性的价值认识不足,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主客

两分式思维束缚[6]233。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实际

的德育过程中,生活德育经常在强调行为(感性生

活)的同时,相对忽视了认知(理性生活)。 不少热

热闹闹的“德育活动”的确让孩子获得了游戏般的

“快乐”,但这一快乐未必是道德、人生与社会生活

智慧的学习之乐[7] 。 仅仅将生活德育的实施方式

简化为创设情境、组织活动,是对生活德育的窄化。
创设情境和组织活动不能体现生活德育的真正内

涵,无法展现生活德育的核心精神。 因此,有论者直

言:“相比于生活德育的实践探索,生活德育理论研

究处于一种‘自说自话’的境地。” [8]

出现上述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一些研究

者在讨论“生活”“德育”“生活与德育”时依循不同

的研究路向,他们自己往往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此

在讨论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话语的“断层”和“错
位”现象。 为了更好地澄清误区、寻求共识,有必要

区分知识论(epistemology,又译为“认识论”)路向的

生活德育和存在论( ontology,又译为“本体论”)路

向的生活德育,并实现存在论路向和知识论路向在

生活德育中的融合。 关于存在论路向和知识论路向

的定义,一个较有概括力的解释是:“知识论路向的

性质是概念的、逻辑的和反思的,而生存论路向的原

则却要求自身达于前概念的、前逻辑的和前反思

的。” [9]在关注伦理与道德问题时,存在论路向和知

识论路向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基本的思路。 例如,有
学者认为,“价值思考应该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存

在论维度,一个是认识论维度。 从存在论维度理解

价值就是要从人的肉体体验出发理解价值,并把这

个肉体体验提升到一种形而上学层面”,“在认识论

维度中,肉体体验价值被转换为一种可以被概括、被
衡量的价值”,“存在论意义上的价值认识就是要借

助于解释学的方法进行” [10] 。 再如,有学者区分了

“道德评价优先”和“历史评价优先”两种视角,认为

前者从属于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伦理意义

上的共产主义或人道主义,后者则从属于以历史演

化的客观必然性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11] 。 依循

两种不同的路向,具身德育中的体验自我和叙事自

我分别侧重于“历史评价优先”和“道德评价优先”。
一方面,体验自我依循存在论路向,表明了自我的存

在状态;另一方面,叙事自我依循知识论路向,回答

“我是谁” 这一问题就是要讲述一段生命的故

事[12] 。 具身认知为存在论路向和知识论路向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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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德育中的融合提供了理论支撑。 已有的研究在解

答生活德育中的“知行关系”问题时显得较为乏力,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局限于知识论路向的解释框

架内。 在这里,知行之间是分离的,需要人为地将它

们“结合”起来。 与之相对,依循存在论路向的生活

德育主张知行交融,认为在每一个主体的现实生活

中,认知和行为本来就是彼此交融在一起的,教育内

容和方法的选择都应当建立在对这一现象深入把握

的基础之上,这才是德育回归生活的真谛之所在。
发挥汉语在表义上的优势,在讨论生活德育中

的“知行关系”时,我们将依循存在论路向的“知行

关系”表述为“知行交融”,将依循知识论路向的“知
行关系”表述为“知行结合”。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
将生活德育的基本原则表述为“知行融合”,这意味

着存在论路向和知识论路向的融合。 在对待“知行

关系”方面,存在论路向和知识论路向之间的区别

主要体现为:依循知识论路向的生活德育往往从认

知和行为的差异出发讨论问题,最终落脚于两者的

应然统一,即“知行结合”;依循存在论路向的生活

德育主张认知和行为之间的本然统一,即“知行交

融”,在这一理论假设看来,认知和行为是一个密不

可分的整体,它们交互作用于人的现实生活中,作为

一个整体汇入生命之流,在构建美好生活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此外,两者的区别还表现在:依循知识

论路向的生活德育往往在横向上强调生活德育的差

异性、特殊性,在纵向上强调生活德育的连续性、阶
段性;依循存在论路向的生活德育则无论是在横向

上还是在纵向上都强调生活德育的共同性、普遍性。
依循知识论路向的生活德育更关注教育的内容方

法;依循存在论路向的生活德育更关注教育的生成

机制。 生活德育强调“知行融合”,意味着需要同时

关注存在论路向和知识论路向,并进一步实现两者

的融合。

二、“审视‘有生活’,建构‘好生活’”:
生活德育的基本原则

　 　 生活是生活德育的核心概念,对“生活”一词的

不同理解是导致生活德育含义模糊的一个重要原

因。 因此,生活与德育的关系有待进一步建构与系

统阐释,其理论基础有待深入拓展。 目前还有两大

难题待解决:一是对生活概念过度诠释引发的价值

模糊和生活的逻辑不清;二是未能建立生活与德育

的双向本质联系[6]233-234。 在生活德育的相关研

究中,“知行关系”被放入理性生活和感性生活的大

背景中进行分析,因此把握上述两种生活对于理解

生活德育中的“知行关系”十分必要。 在把握这对

概念之前,还需要从哲学方法论上区分两组不同的

生活概念:“有生活”和“无生活”、“好生活”和“坏
生活”。 这两组概念分别指向依循存在论路向的生

活德育和依循知识论路向的生活德育。 生活是“有
生活”和“好生活”的统一,存在论路向和知识论路

向在生活德育中的融合,集中表现为一条基本原则,
即“审视‘有生活’,建构‘好生活’”③。

第一,“好生活”:知识论路向的生活德育。 知

识论路向的生活德育关注的重点是“好生活”,即在

区分“好生活”和“坏生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倡在

“好生活”中培养好品德。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认为:
“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

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 从生活与教

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 从效力上说:教育

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 教学

做合一是生活法亦即教育法。” [13] 由这段话可知,
尽管在事实上生活与教育常常被人分开,但这种做

法是不正确的,它违背了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主
张。 生活德育强调通过道德的生活来学习道德,主
张真实有效的德育必须从生活出发、在生活中进行

并回到生活[14] 。 “道德的生活”是针对“不道德的

生活”而言的;谈及“真实有效的德育” “必须” “从
生活出发、在生活中进行并回到生活”,意指还存在

着“虚假无效的德育”,而且后者实际上并没有做到

“从生活出发、在生活中进行并回归生活”,所以才

强调“必须”。 有研究者提出,生活德育应建构一种

现实的、反思性的日常生活,批判日常生活中的道德

丑陋,阐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良善[15] 。 这里的日

常生活有着特定含义,依循的是知识论路向④。
第二,“有生活”:存在论路向的生活德育。 “存

在论”也被称为“有论”,依循存在论路向的生活德

育关注的重点是“有生活”,它强调的是作为一种存

在状态的生活。 依循存在论路向的生活指的是生活

世界(日常生活)。 在现象学看来,生活世界就是我

们所生活其中的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在日常生

活中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个世界,就是那个前理论的

体验世界。 对于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都习以为常,
通常情况下也并不会对它发起追问[16] 。 综合诸多

学者的观点可以发现,生活世界的本质特征就在于

它的先在性、人文性、主体间性和整体性[17] 。 生活

德育强调生活具有劳动性、主体间性、整体性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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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性[18] 。 从存在论路向上看,不存在脱离生活

的德育,德育天然地与生活交融在一起。 正因如此,
生活德育认为,生活是道德存在的根据,也是道德存

在的基本形态,整体性、实践性、生成性是生活世界

道德的主要特征[19] 。 从表述上看,生活世界的本
质特性与生活世界道德的主要特征具有高度重合

性。 进一步说,这种重合性源于“生活”与“德育”具
有的本体性关系。 换言之,生活是德育的基石,本真

的德育就表现为一种生活德育[20] 。 无论从历史、
逻辑、现实还是价值的角度来审视,道德、道德教育

与生活都是密不可分的,具有本体意义上的关

联[21] 。 存在论路向的生活德育采用现象学的方法
面向生活本身,体验日常生活的存在状态。

第三,“审视‘有生活’,建构‘好生活’”:存在

论路向和知识论路向在生活德育中的融合。 只有将

存在论路向和知识论路向融合在一起,才能全面把

握生活德育的本质,因此需要坚持“审视‘有生活’,
建构‘好生活’”这个基本原则⑤。 实际上,不少研

究者在讨论生活德育时已触及存在论路向和知识论

路向。 其中,有的学者聚焦生活论转向,已经谈及从

知识论路向到存在论路向的转变。 例如,我国德育

学科的奠基者和领导者鲁洁教授明确提出了德育课

程的生活论转向:在道德存在观上,从知识形态道德

转向生活形态道德;在课程观上,从唯知识论转向生

活经验论;在学习观上,从单向认知转向多向互

动[22] 。 知识形态道德、唯知识论与知识论路向联
系在一起,生活形态道德、生活经验论则与存在论路

向联系在一起,上述转变从实质上说也就是从知识

论路向到存在论路向的转变。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

虽然并未明确区分存在论路向和知识论路向,但在

讨论生活德育的过程中已经体现出两者的区别。 例

如,有学者一方面依循存在论路向,提出生活对德育

不只具有工具意义,更具有本体意义;德育不是“回
归”“现实生活”,而是“建构”“可能生活”。 另一方

面依循知识论路向,提出德育不是建构所有生活,而
是建构“道德生活”;德育不只关注道德生活的内

容,还要关注道德生活的方式。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
进一步提出了“德育就是生活德育”这个命题[23] 。
就其实质而言,这种综合也就是存在论路向和知识

论路向在生活德育中的融合。

三、“认知密合行为”:生活德育中
“知行融合”的生成机制

　 　 “生成机制”一词强调的是机制的生成性,依循

的是存在论路向。 认知研究专家明确提出了具身心

智的“生成性”概念,他们认为:“我们提出‘生成的’
概念,旨在强调一个日益增长的确信,即认知不是一

个既定的心智对既定的世界的表征,它毋宁是在

‘在世存在’实现的多样性活动之历史基础上的世

界和心智的生成。” [24]讨论生活德育中“知行融合”
的生成机制,实际上是依循存在论路向关注“知行

交融”。 “知行交融”是“知行结合”的前提和基础,
只有先审视“有生活” (“知行交融”),才能进一步

谈如何建构“好生活”(“知行结合”)。 就当前生活

德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现状而言,依循知识论

路向的“知行结合”谈得很多,相比之下,依循存在

论路向的“知行交融”关注得较少。 这就造成在强

调改进德育内容方法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德育生

成机制的分析,导致认知与行为的分离,应然与实然

的矛盾,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鉴于此,有必要重点关

注生活德育中的“知行交融”。
当我们依循存在论路向分析认知和行为的关系

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知行交融”这一命题,其核

心观点是“认知密合行为”,这也是生活德育中“知
行融合”的生成机制。 “认知密合行为”这个命题是

我们提出来的,它的原型来自具身认知的一个基本

论题。 为了更真实地理解和再现人类认知现象,具
身认知强调了两个基本论题:一是 “知觉密合行

动”,二是“思维接地知觉” [25] 。 这两个命题通过知

觉(经验)这个核心概念,将在线认知和离线认知、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连通在一起。 在处理认知和行

为的关系时,我们借鉴“知觉密合行动”这一表述,
将生活德育中“知行融合”的生成机制表述为“认知

密合行为”,这里依循的是存在论路向,强调的是

“知行交融”;与之相对,用“认知结合行为”来表示

依循知识论路向的“知行结合”。 前文已述,“认知

密合行为”中的“认知”是从狭义上而言的,不同于

“具身认知”中的广义“认知”概念。 概言之,在具身

认知的话语体系中,当强调心理成分(即身躯)时,
“活动”“行动”和“行为”3 个词可以通用;当强调生

理成分(即肉身)时,“运动”更合适⑥。 相比较而

言,理解“认知密合行为”,关键在于把握“密合”一
词的含义。

从存在论路向出发的生活德育认为认知和行为

之间是统一的,而且这种统一是一种实然状态而非

应然状态,是一种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是一种贯

穿于生活德育全过程、全方位的普遍现象而非某种

特殊情形。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主张“美德即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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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国内有学者解释认为,“说得更具体一点,美德

就是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 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并

不是一种行为,或者说美德主要不是一种行为,而是

一种知识,即对于‘善’这个概念的知识” [26] 。 这个

解释依循的是知识论路向,它将身体(行为)和心灵

(知识)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 与之相对,在存

在论路向看来,这两者实际上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因此,“苏格拉底认为没有人会故意做错事,因此哲

学的目的是教育人们什么是好的。 如果真正的知识

取代了无知或那些没有受到挑战的观点,人们就会

好好表现” [27] 。 我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王阳明提

出“知行合一”,强调知行合一、知行一体而不可分

割为两件事。 王阳明指出:“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

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
上》)王阳明之所以强调知行合一,就是针对知识论

路向上的知行分离这种弊病的。 王阳明所谓“知行

的本体”,即“良知”本体,而不是普通的见闻之知,
也不是一般所谓的理性认识[28] 。 换言之,王阳明

所说的“知行合一”依循的是存在论路向而非知识

论路向。
以苏格拉底和王阳明为代表的古代思想家已经

敏锐地发现了知行之间的密切联系,以此为基础,具
身认知理论综合运用哲学、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

科学(人工智能)、人类学、神经科学(包括脑科学)
等学科的知识,进一步深化了相关研究。 基于已有

的研究成果,可以从显性和隐性两个维度,进一步分

析生活德育中“知行融合”的生成机制。
从显性维度看,行为塑造认知;进一步说,行为

对认知产生重要影响。 在反思笛卡尔主义心身关系

理论的过程中,许多现代学者认识到感官运动系统

在人类认知活动中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美国艺

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心理科学协会前会长特沃斯

基(Barbara Tversky)经过研究总结出 9 大认知定

律,其中,认知第二定律的内容是行为塑造感知,认
知第五定律的内容是认知反映感知[29]Ⅶ。 特沃斯

基在这里所说的“认知”指的是理性认识,“感知”指
的是感性认识。 将这两条定律结合在一起,就可以

得出结论:行为塑造感知。 特沃斯基认为,婴儿的视

觉、感觉与行为一开始是割裂的,最终使感官信息统

合的最重要的要素是行为。 也就是说,行为作为输

出的结果,在一个反馈回路中理解并统一整合了由

感官输入的信息。 感官信息统合不仅依赖于行为:
做、看、 感觉, 同时还要感受到来自 “ 做” 的 反

馈[29]13。 行为与身体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身

体的不同姿态可以使人进行大量的交流。 身体也在

这个世界上行动,做着无数需要完成的事情。 与静

止的身体相比,运动的身体有着独特的状态[29]47。
作为生活教育理论的奠基人,陶行知已经敏锐地发

现行为在塑造认知方面的重要作用,他将王阳明提

出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改为“行是知之始,
知是行之成”。 《墨辩》提出 3 种知识:亲知、闻知和

说知。 陶行知认为闻知、说知都是安根在亲知里面

的,这也证明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30] 。 需

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对王阳明观点的分析,还是对

《墨辩》观点的阐释,陶行知依循的都是存在论路

向,强调的都是“认知密合行为”。 为了论证自己的

观点,陶行知以小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的大量案例和

若干科学发明为例,揭示出行为是如何塑造认知的。
陶行知强调“亲知为了解闻知之必要条件”“说知也

是安根在亲知里面的”,其中使用了“必要条件”“安
根”这样的表述,揭示的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状态。

从隐性维度看,行为就是认知;进一步说,“潜
在行动”就是“能力之知”。 英国心理学家克莱斯顿

(Guy Claxton)认为,从广义上讲,我们的身体是由 3
组考虑因素定义的:(1)最基本的是我需要什么;
(2)我的本能反应、技能和能力的集合;(3)我的感

觉每时每刻都在向我展示各种机会。 简言之,它们

可以分别被称为需求、行为、见闻。 其中的第(2)种
因素,克莱斯顿又将它称为“潜在行动”。 在他看

来,在我拥有的知识中,有一些是根深蒂固的,显然

是不受意识控制的;另一些是当我不断调整自己的

能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时或多或少无意间学到

的;还有一些是通过诸多有意识的努力和实践习得

的。 我有能力持续打字,或煮杯咖啡,或打反手削

球……这些技能一起构成了我的能力组合[31] 。 这

些能力组合就是“潜在行动”,也就是“能力之知”。
“能力之知”这一概念来自英国哲学家赖尔(Gilbert
Ryle),他提出了著名的 knowing that 和 knowing how
的区别。 我国有学者将赖尔的 knowing that 译为

“命 题 性 知 识 ”, 将 knowing how 译 为 “ 能 力 之

知” [32]124。 “能力之知”是默会知识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人类的认知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就生活

德育而言,“潜在行动”和“能力之知”与受教育者的

品德结构联系在一起。 依循知识论路向,生活德育

当然不主张“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但依

循存在论路向,需要看到这一现象反映出的言行矛

盾背后,还存在着“现实行动”和“潜在行动”之间、
“命题性知识”和“能力之知”之间的张力。 基于“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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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动”和“能力之知”,受教育者表现出的言行矛

盾(依循知识论路向),其背后往往隐藏着言行一致

(依循存在论路向)。 “潜在行动”和“能力之知”的
密切关系体现的正是“认知密合行为”。 在现实生

活中,这句话未必都会从受教育者嘴里说出来,但却

是教育者需要始终关注的德育前提和条件,忽略了

这一点就可能偏离教育的本质,甚至导致教育效果

与教育目标的南辕北辙。

四、“能力之知”和“亲知”:
生活德育中“知行融合”的实践进路

　 　 在把握生活德育中“知行融合”的生成机制基

础上,需要进一步探索促进“知行融合”的实践进

路,依循存在论路向探究生活德育的生成机制,依循

知识论路向探究生活德育的内容方法,并以此为基

础融合存在论路向和知识论路向,寻找实然状态与

应然状态的结合点,弥合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之间

的鸿沟。
英国哲学家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提出 ex-

plicit knowledge 和 tacit knowledge 这对术语,在学术

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国内现有的讨论中,这对术

语有不同的译法,如“言传知识和意会知识” “明确

知识和默会知识”“明述知识和默会知识”。 之所以

提出生活德育这一命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针对传

统德育中过于强调 explicit knowledge 而相对忽视

tacit knowledge 的弊端。 当前,生活德育的一个显著

问题是:对 tacit knowledge 的研究从总体上说比较

零碎,缺乏一种整体性的观照,没有分疏这一概念所

牵涉的多重概念关系,未能勾勒出与之相关的基本

概念框架。 对此,有学者区分了 3 类不同的知识,分
别是“命题性知识” “能力之知”和“亲知” ( knowl-
edge by acquaintance)。 与 explicit knowledge 相对应

的是“命题性知识”,与 tacit knowledge 相对应的是

“能力之知” 和 “亲知”。 区分 “能力之知” 和 “亲

知”,对于探讨生活德育中“知行融合”的实践进路

有重要启发。
“能力之知”和“亲知”体现了一种实践的概念

观。 与传统的概念观专注于概念的语言表达即定义

不同,实践的概念观重视概念的使用。 实践的概念

观的一个基本看法是,我们对世界的概念性把握,并
不只是表现为我们能构造正确的关于世界的命题,
在一个根本的意义上,它体现在某些形式的行动

中[32]48。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分别从“能力之知”

和“亲知”出发,围绕“知行融合”提出生活德育的实

践进路。
第一,从“能力之知”出发,生活德育需要处理

好“能力之知”和“命题性知识”、“对规则的实践之

知”和“对规则的理论之知”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用

“我能了” 或者 “我会了” 来诠释 “知” 时,这种对

“知”的理解,更多地着眼于“能力之知”而非“命题

性知识”。 赖尔将 knowing how 理解为用活动 /行动

来表达的、体现了智力的“能力之知”,活动 /行动、
智力和能力是完整把握赖尔 knowing how 的 3 个不

可或缺的要素[32]91。 从这 3 个要素上就可以看到

认知和行动之间的密切关系。
用赖尔的术语来表达,根据存在论路向和知识

论路向的区别,生活德育需要区分对知识的“博物

馆式的拥有”和“工作坊式样的拥有”,后者把知识

的使用作为一个内在环节包含在自身之中,是一种

真正有效的对知识的拥有。 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体现

在活动 /行动中的对规则的把握,称作“对规则的实

践之知”,而把对规则的语言表达和理论引述,称作

“对规则的理论之知”,前者是 knowing how,后者是

表现为范导性命题的 knowing that[32]99-100。 这种

逻辑实际上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对
“道德观念”和“关于道德观念”的区分,在逻辑上是

一致的。 对于生活德育而言,“知行融合”的命题意

味着需要区分“能力之知”和“命题性知识”,并确立

前者对后者的优先性。 诚如赖尔所言,“除非我们

或他人已在实践中聪明地应用了方法的原则,我们

不能在理论上思考它们。 对某项实践的诸准则的承

认,预设了知道如何实施它” [33] 。 “对规则的实践

之知”先于“对规则的理论之知”,这应当成为生活

德育处理“知行关系”的一条公理。 基于这一公理,
教育者要把握好生活德育的具身性。 具身德育认

为,在受教育者品德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身体所扮

演的角色并不仅仅是一个载体或者容器,而是意义

的枢纽。 通过隐喻机制,感性经验与道德概念之间

产生关联。 据此,生活德育要重视感知、运动、劳动、
实践在道德经验和道德概念形成中的积极作用;通
过有感知觉经验的、自下而上的、参与性的、互动式

的教育活动,调动受教育者的视觉、听觉、嗅觉、味
觉、触觉等多种感知觉;通过多感觉通道的共同作

用,丰富受教育者的道德体验,促进其道德判断能力

的发展,从而提升德育的实效。
“能力之知”和“对规则的实践之知”本身就体

现了“知行交融”;与之相对,“命题性知识”和“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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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理论之知”更强调“知行结合”。 前者依循的是

存在论路向,后者依循的是知识论路向。 现实社会

中的生活德育之所以一定程度上存在扭曲生活的现

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用知识论路向替代了存在

论路向,在关注“知行结合”的同时忽视了“知行交

融”,因而未能做到“知行融合”。 例如,有的教育者

让年幼的受教育者面对镜头声情并茂地背诵一些与

他们的心智发展阶段完全不符的套话大话,这种做

法实际上混淆了“能力之知”和“命题性知识”、“对
规则的实践之知”和“对规则的理论之知”,因而很

容易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因为一味“煽情” “催泪”而
变异为心灵鸡汤,有意无意地造成“低级红、高级

黑”的局面,甚至导致教育变成了劣质的宣传、笨拙

的表演和夸张的作秀[34] 。 鉴于此,教育者要把握

好生活德育的发展性。 生活德育不仅需要横向的共

时性解释,而且需要纵向的历时性解释,更需要将两

者统一起来。 在当前的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

设中,教育者要始终坚持“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

原则。 美国儿童发展心理学家柯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又译为“科尔伯格”)提出道德判断能力发

展的“三水平六阶段”理论,为把握生活德育的发展

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认知密合行为”这

一生成机制的作用下,遵循受教育者在不同年龄阶

段品德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在增长“命题性知识”和
“对规则的理论之知”的同时,也从相同(而非相反)
的方向增长“能力之知”和“对规则的实践之知”。
直面伦理困境,实现道德超越,让受教育者学会拒绝

曲意逢迎、弄虚作假,从而形成崇德向善、求真务实

的良好品质。
第二,从“亲知”出发,生活德育需要处理好“知

觉性亲知”和“概念性亲知”、“原初形态的亲知”和
“扩展形态的亲知”之间的关系。 感知活动就是一

个直接的活动进程,环境中事物的信息可以被拾取,
而不必经过推理能力的作用。 这里体现的正是存在

论路向前概念的、前逻辑的、前反思的特点。 据此可

以说,“亲知”在生活德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一

定程度上,这种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
对生活德育而言,一是处理好“知觉性亲知”和

“概念性亲知”的关系。 “亲知”本身就意味着知行

交融,“知觉性亲知”和“概念性亲知”的区别主要是

对象和性质上的。 对共相、科学理论的“亲知”,是
“概念性亲知”,能用命题来表达,不是默会知识;
“知觉性亲知”超出了“命题性知识”的范畴,是默会

知识的一种重要形态。 例如,对某一具体的善的事

物的知觉性亲知,是对善的概念性亲知的前提,对善

的概念性亲知是对多种关于善的事物的知觉性亲知

加以抽象的结果。 就生活德育而言,如何处理教育

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概念性亲知”和“知觉性亲知”
之间以及上述两种关系之间的张力,是一个需要下

大功夫解决的问题。 生活德育在实践过程中面临一

些批评,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受教育者或者

停留在“知觉性亲知”而无法上升到“概念性亲知”,
或者发展出与“知觉性亲知”相矛盾的“概念性亲

知”。 前者表现为一种幼稚病,后者表现为一种虚

假症。 两者虽然都是建立在“知行交融”的基础上,
但却与生活德育所强调的知行结合有一定距离,因
此导致知行之间的割裂。 这就需要将存在论路向和

知识论路向融合在一起,实现“知行融合”。 教育者

要把握好生活德育中差异性和共同性之间的辩证关

系,既要看到不同年龄阶段的受教育者在认知和行

为上的差异,又要看到认知和行为之间的交融贯穿

于受教育者的各个年龄段。 即便是对小学低年级学

生而言,“知觉性亲知”和“概念性亲知”也始终交融

在一起,关键问题不是在两者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

选择,而是以这种交融为前提和基础,选择有利于受

教育者品德形成和发展的内容和方法,使教育效果

最大程度地符合教育目标。 同样,即便是对大学生

而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改善也需要感性

意识形态的观照:让身边的榜样进行言传身教;让现

实的资源激发真情实感;让教育的“机器”丰富载体

样态;让庄严的仪式构建生活场域[35] 。 融合存在

论路向和知识论路向,以“不变”促“变”,实现“知觉

性亲知”和“概念性亲知”的协同发展。
二是为了深化“亲知”是默会知识的一种重要

形态的论旨,必须在“知觉性亲知”的范围内进一步

区分“原初形态的亲知”和“扩展形态的亲知”,并处

理好二者的关系。 “原初形态的亲知”是主体在肉

身的自然禀赋基础上获得的“亲知”,“扩展形态的

亲知”则是主体在物质工具(如探棒)以及言述文化

(如科学理论)等基础上获得的“亲知”,是一种高度

发展了的默会知识[32]205。 从“原初形态的亲知”
到“扩展形态的亲知”,意味着生活德育既要依循存

在论路向,又要超越生理意义的身体和心理意义的

身体,上升到文化意义上的身体,后者涉及具身社会

认知的相关理论,研究需以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身体

为基础开展⑦。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

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 [36]生活德育以个人的生活为出发点和最终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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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个人始终是“在一定历

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

‘纯粹的’个人” [37] 。 “知行融合”虽然是以“知行

关系”为对象,但始终不能脱离主体的社会关系,不
能离开社会性抽象地谈知行。 教育者要把握好生活

德育中个人性和社会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强调激

发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和能动创造性的同时,也
关注他们置身其中的社会条件和文化环境,实现个

体主义范式和文化主义范式的融合。 教育者既要关

注个体心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个体本身寻求心

理或行为的解释;又要强调心理与文化的互动,关注

文化对人的心理影响以及心理在文化传承和发展中

的作用[38] 。 在这个过程中,始终要抓住“身体”这
个关键词,强调身体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关联。 一方

面,围绕“身体+心智”,关注身体作为“生成器”(而
非“接收器”)在心智(包括品德在内)发展过程中的

重要性;另一方面,围绕“身体+社会”,关注物理性、
生物性的身体在人际互动、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中

的重要性。 从而在“原初形态的亲知”和“扩展形态

的亲知”之间、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之间、“身体—
心智—社会”之间达成一种平衡。 回到生活世界进

行整体性德育,有助于培养受教育者的整全人格。

结　 语

作为认知科学发展的前沿理论,具身认知为生

活德育对待“知行关系”提供了新的启示。 生活德

育论在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认同的同时,也受

到了怀疑乃至批评。 德育理论追求知行合一,但在

德育实践中知行不一的现象却很常见,这是一个需

要面对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

现实难题。 具身认知理论能够深入受教育者的人格

结构之中,全面把握“知行关系”的内涵,探讨生活

德育中认知和行为之间的生成机制。 本文运用具身

认知的理论,尝试实现存在论路向和知识论路向的

融合,为审视生活德育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这种路

向融合可以用一个公式表示:“知行融合=知行交融

+知行结合”。 其中的知行交融和知行结合,分别依

循存在论路向和知识论路向。 知行结合指的是“认
知结合行为”,侧重于生活德育的内容方法;知行交

融指的是“认知密合行为”,侧重于生活德育的生成

机制。 相比于前者,学术界对后者的关注较少,这是

影响生活德育深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鉴于此,
本文的重心落在从总体上提出存在论路向和知识论

路向的融合,进而围绕“认知密合行为”分析生活德

育中“知行融合”的生成机制,从“能力之知”和“亲
知”出发分析生活德育中“知行融合”的实践进路,
以期提高生活德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真正做到

“入脑入心,走深走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注释

①本文所说的“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同义,均是指有别于智育、
体育、美育和劳育的一种教育形式,涉及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

育和法律教育等几个主要方面。 ②本文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具身

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和“具身心智”(embodied mind)这两个概

念,它指的是人和动物的脑或神经系统的功能和能力。 人和动物凭

借这种能力对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进行加工,并由此支配自己的精

神活动和身体行为。 这是一个广义上的理解,涉及对感知、注意、语
言、记忆、判断、推理、决策、行动控制以及情绪和意识方面的综合研

究。 ③从具身德育的视角看,“审视‘有生活’,建构‘好生活’”的基

本原则又可以表述为体验自我和叙事自我相融合。 此外,还可以进

一步提出具身德育的 3 条主导原则:一元价值和多元价值相统一、显
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相统一、社会认同和个人认同相统一。 参见陈卓:
《具身社会认知视域下的德育原则》,《教育科学研究》 2024 年第 9
期。 ④实际上,有不少学者如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哈
罗德·加芬克尔 ( Harold Garfinkel)、厄文·戈夫曼 ( Erving Goff-
man)、彼得·伯格( Peter Berger)、托马斯·卢克曼( Thomas Luck-
mann)等,在谈及日常生活时更多地依循存在论路向,它恰恰是一种

前反思的生活状态。 ⑤根据存在论路向和知识论路向的内涵,生活

德育的基本原则还可以表述为:“凝视‘有生活’,反思‘好生活’”。
“反思”和“凝视”两个词正好呼应了维特根斯坦所主张的“不要想,
而要看!”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7 页。 但鉴于凝视理论的复杂性,本文采取了较为日

常化的表述,即“审视‘有生活’,建构‘好生活’”。 对“凝视‘有生

活’,反思‘好生活’”的讨论,将另文详述。 ⑥关于具身认知中“运
动”“行动”“行为” “活动”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分析,参见陈卓:《肉
身·身躯·身份:具身认知中的身体》,《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4 年

第 7 期。 ⑦肉身、身躯、身份是具身认知中的 3 种主要身体类型,它
们分别对应于生理意义上的身体、心理意义上的身体、社会文化意义

上的身体。 具身认知中的身体特性主要包括生理具身性、心理具身

性、社会具身性。 具体内容参见陈卓:《肉身·身躯·身份:具身认

知中的身体》,《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4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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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of the Ontological Approach and the
Epistemological Approach in Life Moral Education

—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Cognition and Behavior” in Life Moral Education
Chen Zhuo

Abstract: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ife moral education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ontological approach
and the epistemological approach. Life moral education is the unity of “having a life” and “ living a good life”, with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examining ‘having a life’ and constructing ‘a good life’ ”. The “ integration of cognition and behavior” encompasses
both “intermingling of cognition and behavior” and “combination of cognition and behavior”, which signifies the fusion of the ontologi-
cal and epistemological approaches.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on and behavior in life moral education based on embod-
ied cognition theory requires a focus on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pathway of the “integration of cognition and behavior” .
On the one hand, regarding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integration of cognition and behavior” in life moral education, centering on
“cognition is tightly linked to behavior”, we can analyze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behavior on cognition from an explicit dimension
and explore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tential action” and “knowing how” from an implicit dimension. On the other hand, con-
cerning the practical pathway of “integration of cognition and behavior” in life moral education, we distinguish various types of cogni-
tion in life moral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knowing how” and “knowledge by acquaintance” respectively, and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ell.

Key words:life moral education; epistemological approach; ontological approach; “integration of cognition and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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